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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 年 4 月 27 日，中国共产党第

五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当时，中

共党员总数已由“四大”时期的3000多

名，增至 5.7万多名。虽党的战斗力明

显增强，但有些党员在工作、斗争中不

执行党的政策、不遵守党的纪律，违规

违纪现象屡有发生。健全党规党法、

扼制违纪违规，保持党员队伍在政治、

思想、行动上的高度一致，就成了摆在

全党面前的重要任务。

“五大”代表，新中国首任中宣部

部长的陆定一回忆当时的形势说：“迫

切需要成立党的监察机构，纯洁党的

队伍，严格党的纪律。建立中央纪律

检查机构，空前地加强党的纪律监督，

是党发展到这一时期的必然选择。”

为此，在“五大”成立了中国共产

党中央纪律检查机构：监察委员会，选

出9名委员和候补委员，王荷波当选第

一任监察委员会主席。

王荷波，福建福州人，1922年 6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组织、领导津

浦铁路、南京浦镇等地工人大罢工，上

海工人第二、第三次武装起义；当选

“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等，是第

一位工人出身的中共中央委员；1924
年5月，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莫斯科共

产国际“五大”、赤色职工国际大会，在

会上作“关于中国工人运动”的报告。

1927年5月上旬，王荷波主持召开

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对

当前和今后工作进行认真讨论和周密

部署，大家一致认为：监察委员会要坚

决履行“五大”赋予的“维护党的一致

和权威”的职责，特别要深入落实中共

中央1926年8月作出的《关于坚决清洗

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各项规定，确保

党组织的生存和发展，维护党的政治

影响和权威。

王荷波在讲话中强调：“目前，一

些党员在行动上、思想上陷入无组织、

无约束的混乱状态，党内存在着很严

重的消极情绪、涣散现象、贪腐行为，

我们目前的重点工作是要严格党的政

治纪律，对未能正确执行党的决议、在

革命工作中失职的、有假公济私、贪污

侵占行为的党员查实问责，按规定严

肃处理。”

1927年5月下旬开始，在王荷波主

持下，监察委员会对掌握的党员违规

违纪线索进行查实。国民革命军第十

四师党代表包惠僧，没有将部队整编

情况向上级党组织报告，致使该部队

发生叛乱；萧人鹄配合北伐军作战不

力；永利乡农会干部私吞打土豪财物；

陈九鼎领导武装起义指挥不当等20多

起失职、贪腐、违规行为被给予相应的

纪律处分。

当时，监察委员会接到举报：工农

义勇军政治部主任王基永“叛变投

敌”，有人建议给予王基永开除党籍处

分。王荷波多次找与王基永熟悉的同

志调查了解，得到的情况是：1927年 5

月，军阀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疯狂

镇压共产党人，王基永遭悬赏追捕，他

只得隐蔽，与党组织失联。说他“叛变

投敌”并无真凭实据。

在事实不清的情况下，王荷波并

未同意草率处理，直到后来湖南省委

查明：当时王基永隐藏在亲戚家，后来

多方联系党组织未果，只得远赴甘肃

礼县，继续开展革命斗争。王荷波在

对待王基永的问题上，充分体现出他

谨慎稳妥的办事原则和实事求是的工

作作风。

根据党的规定，监察委员会成员

要前往各地开展巡视、监察工作，但当

时正值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

政变不久，反动军阀疯狂拘捕、屠杀共

产党人，各级党组织蒙受了巨大损失，

9位监察委员有8位在白色恐怖中先后

壮烈牺牲，无一人变节叛变。

1927年 10月 18日，王荷波被叛徒

出卖遭逮捕，他坚贞不屈，11月11日英

勇就义，时年45岁。

王荷波短暂的一生，全部献给了

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尤其在维护党

的队伍纯洁和健康发展，严肃党纪党

规，提高党的威信力和战斗力等方面，

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光辉

业迹和奋斗精神、不渝初心和坚定信

仰，将永远被缅怀铭记，赓续承传，激

励共产党人牢记使命、勇毅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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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学富

一一

1949年 4月 22日深夜 11时，中国人民

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第二十军解

放丹阳县城。此后，总前委、华东局、华东

军区机关和接管上海的干部陆续来到丹

阳城。陈毅、邓小平住进丹阳县城的戴家

花园。他们在这里筹划指挥上海战役，开

展整训，做好接收上海的准备工作。丹阳

这座江南小城一下子热闹起来。

丹阳是京沪线上一座不大的城市，当

时全县人口 45万人，城区人口 3万人。陈

毅之所以选择丹阳作为解放上海的指挥

中枢和接收上海的整训基地，原因有二：

一是 1938年夏天，陈毅率领新四军第一支

队开辟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敌后抗日

根据地，在丹阳一带开展游击战，抗击日

伪军，与丹阳人民结下了深厚的鱼水之

情，这里的群众基础好；二是丹阳地处沪

宁线上，大运河贯通全境，水陆交通方便，

有利于向前推进。并且这里地理位置适

中，目标不大，部队集散迅速，有利防空。

陈毅刚到丹阳，开展深入调查，发现

了违反纪律的事。5 月 10 日，华东军区召

开直属机关干部大会，开展整顿动员，陈

毅作了专题报告。他在报告中列举了违

反纪律的几个事件，进一步强调入城纪

律。他说：“上海是个最现代化的城市，是

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窝巢，是百年来发展起

来的各式各样、奇形怪状的复杂的城市，

我们没有经验是很难进行工作的。因此

除了具有信心以外，必须要有谨慎小心、

‘临事而惧’的态度，这样才能多考虑问

题，否则是低级的幼稚的，就一定会栽筋

斗。”关于执行入城纪律，他语重心长地

说：“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开始，是和市

民的见面礼。纪律搞得好，政策就可以搞

得好，搞不好就会影响政策的推行。上海

人民对我们的希望很大，把我们看成‘圣

人’，如果一进去就搞乱了，他们就大失所

望，再挽回影响就要费很大的劲。”他要求

“入城时要尽量做到部队不进城，全部驻

扎郊外，先派接收干部、经过专门训练的

武装进城，初步清查接收，分配好房子，然

后依次进城。马匹、大车一概不准入城。”

二二

丹阳整训期间，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

军委的指示精神，总前委、华东局围绕接

管上海，开展了一系列的集中培训教育活

动，认真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从

思想上解决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到城

市的问题。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

（即“约法八章”）《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接

管江南城市的指示》《城市政策汇编》等入

城纪律、城市管理、统战政策等方面的政

策规定。尤其是在入城政策和纪律上，做

了严格要求。5 月 14 日，华东军区发出训

令，指出军区各机关部队自南进以来，军

纪风纪较为松懈，进驻丹阳城后在群众中

造成极不良影响，并作出了一系列的制度

规定。为保证制度规定的彻底执行，除授

权各岗哨卫兵检查外，军区本部特组织了

军风纪检查队，随时进行沿街检查。第三

野战军颁发了《“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

的命令》。华东局颁布《入城纪律十二

条》，下发到连，要求一切部队、一切接管

机关“在入城前，必须普遍地、反复地、深

入地”进行教育。

解放军进入上海后，严守纪律，不入
民房，在街边露宿。

当时的解放军战士们，都将《入城纪

律》贴在背包上，后一个人看前一个人的，

天天背诵。还将《第三野战军入城守则和

纪律》编成通俗易懂、容易传唱记忆的歌

谣，如“房子不能随便住，宿营必须听指

定。不准乱跑乱游逛，先要请假后出门。

不准随便乱打枪，军纪禁严不容情。不准

沿路拦汽车，走路要靠一边行。”“八条守

则讲分明，看谁条条记得清？全军上下无

例外，都要自觉来执行。干部自动带头

干，检查督促要抓紧。同志互相来监督，

共同为党负责任。谁敢故意来侵犯，铁的

纪律不留情。首先把他赶出城，轻则检讨

重处分。用心研究和学习，遵纪立功为人

民。秋毫无犯纪律明，革命胜利有保证。”

由于采取以上措施，在入城之前较大程度

地提高了每一名士兵尤其是军政干部的

纪律意识，把好纪律关口，使部队纪律大

大加强，军风军纪明显改观。

总前委在丹阳共停留了 23 天。完成

了思想、组织、物资等方面的准备工作，来

自总前委、华东局、华东军区的 3 万多名

干部在这里接受了培训。5 月 25 日深夜，

陈毅离开丹阳进抵南翔镇。26日，邓小平

率总前委、华东局机关和接收人员告别丹

阳，乘火车向上海进发。

三三

上海战役历时 16天，5月 27日上海完

全解放，实现了军政全胜。在枪声停息后

的第一个清晨，当市民们打开家门时，惊

奇地发现马路两边湿漉漉的地上，睡满了

身穿黄布军装的解放军战士。上海市民

自发地拿来烟、糖、饼干等慰劳解放军战

士，但是都被婉言谢绝了。当时有个战士

写了一首打油诗：“想上海，进上海，进了

上海得到两条麻布袋，又是铺，又是盖，晚

上睡觉怪凉快！”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在 5
月 27 日的日记中写道：“解放军之来，人

民如大旱之望云霓。”

《人民日报》1949年 5月 31日报道说，

人民解放军在上海的优良纪律，获得了上

海人民的普遍赞颂。在 5 月 25 日解放军

刚进入市区时，除了执行看管敌伪机关的

少数部队外，其余的部队都在马路旁休息

和露营。即使是军部、师部等指挥机关也

没有例外。纵横几十里的繁华市区内没

有一个人私入民房的。这些几天几夜没

有休眠的战士们，有秩序地排列在马路边

的人行道上，许多人与围聚到眼前的市民

亲密交谈，有时就齐声高唱歌曲。解放军

战士们谢绝了热情的居民们送来的茶水，

吃着自己从三四十里地以外的市郊送来

的饭食。从早到晚，担筐送饭的解放军炊

事员们不绝于途。在这个国际大都市这

是从未见过的奇景。各部队的马匹都存

放市外，以免妨碍市区的交通和公共卫

生。虽然所有的商店都立即营业，但因为

人民币和伪金圆券兑换的比值当时尚未

规定，没有一个战士去买东西的。解放军

的严明纪律和对人民的态度和蔼，连早已

听说的市民都感到惊异。到处可以听到

市民们的称赞和颂扬。在上海市郊的解

放军在战斗中抽空夏收，在月浦作战的某

部因战地居民大多出外躲避战火，而田里

麦子早已熟透，于是该部立即帮助留下的

农民收割。许多农民称赞“这些战士们打

仗做活都像老虎一样猛”。

解放军入城纪律解放军入城纪律————
送给上海人民的见面礼送给上海人民的见面礼

□ 钟同福

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里珍藏着一件珍

贵的文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造币厂仿造

民国三年银圆钢模。该文物是用来制造银圆的模具，

由钢铸成，分成上下两部分，下部是四棱台模座，模座

的下底长 7.8 厘米，下底宽 5.8 厘米，上底长 6.3 厘米，

上底宽 5.5 厘米，高 2.2 厘米；钢模上部是边长为 2.5 厘

米，高 1.1厘为的正六棱台钢印模型，其上刻有一个直

径为 3.9厘米的圆，圆内阳刻袁世凯半身侧面光头像，

头顶上部呈月牙形阴刻隶体“中华民国三年”六字。

苏区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造币厂使用这个钢

模铸造了大量俗称为“袁大头”的银圆。

当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统一发行了面

值壹元、伍角、贰角、壹角、伍分的纸币和贰角银币，以

及一分、伍分、贰角铜币在中央苏区流通，为什么还要

铸造“袁大头”呢？

1931 年 11 月 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

府定都瑞金后，国民党一方面继续加大军事“围剿”的

力度；另一方面对中央苏区实行了残酷的经济封锁，

蒋介石甚至把经济封锁看得比军事围剿更重要，他曾

这样训令：“将匪区严密封锁，是我们最重要的战略。

以后对于匪区封锁的种种办法，一定要密切实行，这

一点比和匪区作战还要重要。”在如此严密的经济封

锁下，苏区内急需的药品、布匹、食盐等物资也无法进

入中央苏区，几百万苏区军民的生活异常艰难，也严

重影响反“围剿”的斗争。

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

时中央政府积极发展对外贸易，派出人员到白区去采

购苏区急需物资，然后采取多种方法，冲破敌人的封

锁线送到苏区，以满足广大苏区军民的需求，而进行

对外贸易就需要大量能在白区流通的银圆。因此，筹

集银圆成为了一件关系国计民生以及反“围剿”斗争

的大事，苏区中央造币厂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据史料记载，苏区的造币厂，最初是由兴国县东

村乡几名银匠在 1929 年开始创办的。1930 年 10 月，

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接管了该厂，改名为江西省苏维埃

政府造币厂，工人增加到 20多人，原料也很充足，平均

每天能造出银元 500 余枚，品种既有“袁大头”，也有

“小头洋”“老鹰边”。1931年冬，造币厂负责人谢里仁

奉中央政府的指示，带着十余个原江西省苏维埃政府

造币厂的铸币师傅一起来到瑞金叶坪洋溪村，将江西

省苏维埃政府造币厂迁往瑞金，成立中央造币厂，由

苏维埃国家银行直接领导。厂长谢里仁，后为陈祥

生、杨其鑫，下设行政、业务两处，行政处设有文书、会

计、出纳等；业务处下设熔银部、绞皮部、冲床部、滚边

部、洗银部、印花部、包装部、修理部和一个银库，全厂

干部职工 170余人。

中央造币厂建厂初期采用的是手工铸币，因为方

式非常原始，工人每次铸造银币都非常吃力，个个干

得气喘吁吁。开始时，造币厂手工造币大致操作程序

是：炭炉把银子熔化再把银水倒进石板做的模具里，

铸成长条形的银看块，然后把银块绞压，剪成与银元

差不多大小的银坯，放在钢模里，最后冲压成型。冲

压的工具是一块两百多斤重的条石，没有冲床，用木

头做起重架，用麻绳吊起条石，把刻有图案的钢模夹

住银坯，突然放下条石，靠条石的惯性把银坯压成银

元。由于条石冲压时力量不均匀，着力点不准，所以

造出的银元很粗糙，边缘也没有花纹，要用砂打磨出

光亮来。如此繁琐的工序制造银元，一个环节没有做

好，就要拿去回炉，既耗人工又浪费木炭。

1932年 3月 27日,红军在福建上杭县地区，攻克了

敌军钟绍奎的匪巢，缴获了钟绍奎的一套铸币机和钢

模，并很快地运送到中央造币厂。这台铸币机是铸造

毫洋的，中央造币厂的工人师傅将这台机器进行改

装，并精心刊刻了这件“袁大头”的钢模。这样，中央

造币厂开始半机械化生产“袁大头”等能在白区流通

的银圆。据谢里仁回忆，产量最高时每天能生产银圆

一万余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使用这件钢模制作出

来的银圆，与真银圆相差无几，而且银纯秤足，在白区

购买了大量苏区急需的药品、布匹和食盐，保证了对

外贸易的需要,有力地缓解了中央苏区和红军现金短

缺、经济困难的不利局面。

1933 年夏，中央造币厂的铸币机由于负荷太重，

机器坏了。恰好这个时候，白区的商人，已认出中央

造币厂制造的“袁大头”银币是苏区制造的，因而不用

苏区的银币了，严重地影响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为了

解决这个问题，中央政府指示中央对外贸易总局尽快

从白区购进铸币机械。江口外贸分局接到任务后，通

过赣州商人，很快从上海买回一台能铸“老鹰边”的机

器，还购回了一批供制造钢模的“马金钢”。1933 年

冬，红军又在福建沙县缴获了一套铸造银豪子的设

备，运回造币厂，至此，能在白区流通的“老鹰边”源

源不断地被铸造出来，这件“袁大头”钢模退出了生

产领域。

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长征，中央

造币厂留在苏区，但停止了造币生产。厂长谢里仁将

工人组织成运输队，由国家政治保卫队 1个连护送，将

造币厂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运输到于都县高陂龙山

村。正准备开机铸币，敌人向造币厂所在地区发起总

攻。根据中央政府办事处的指示，工人们在附近山区

埋藏好机器设备，一部人员编入红军独立第二十四师

参加游击战争，一部分人员疏散回家。造币厂的几十

担银坯，由国家政治保卫队护送，随着中央政府办事

处转移，后被秘密埋藏在于都县上坪、屏坑一带山区。

80多年过去了，这件中央造币厂仿造民国三年银

圆钢模，作为当年中国共产党领导苏区人民在经济领

域上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特殊的战斗的见证物，有着

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1994年，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

到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进行文物鉴定，专家们

一致认定该文物是珍品，将其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国家一级文物——
苏区中央造币厂仿造民国三年银圆的钢模

苏区中央造币厂使用过的冲锤

苏区中央造币厂旧址——瑞金洋溪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造币厂银圆钢模
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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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解放军进入南京路人民解放军进入南京路


